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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利楚简《吴语》与《国语》成书、流传新证
*

———兼及先秦事语类作品的文本特点

廖 群

内容提要 慈利战国中前期楚墓所出的见于 《国语》的残简全部出自 《吴语》，且见于 《吴

语》的各章，包括首章和末章，乃是今见《国语》中《吴语》的楚简本。将之与战国中后期

汲冢魏墓所出“言楚晋事”的 《国语》三篇相互印证，可知 《国语》中的 《楚语》 《晋语》
《吴语》至迟于战国中期已经成篇且以单篇形式在各列国流传。此为 《国语》成书提供了两

种可能性: 或者其全帙已在此前编定成书，或者 《国语》乃各种完整单篇之汇编。慈利简

“邦”字今本改为“国”，佐证了《国语》成书时可能单称 《语》而非 《国语》。由 《吴语》
可见，献诵善败、言辞为重、语句润饰是先秦事语类作品的文本特点。
关键词 慈利楚简 《国语》 《吴语》 事语类

慈利楚简出土于 1987 年发掘的 36 号战国楚墓。据发掘简报介绍，该墓 “属于下大夫一级的墓”，

“根据出土的铜、陶礼器，剑、戈、矛、铍等兵器的形制特点”，墓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前段”①。遗

憾的是，可能因为残缺严重，迄今未见这批竹简整理出版。好在 《新出简帛研究》一书载有张春龙

《慈利楚简概述》② 一文，公布了近百支残简释文，与传世文献相关的有《国语》《逸周书》和 《宁越

子》。经比对，其中见于今本《国语》的残简全部出自 《吴语》，且见于 《吴语》中的各章，包括首

章和末章，由此可以断定慈利楚墓出土的与 《国语》相关的叙事残简乃是今见 《国语》中《吴语》的

楚简本，为考察整部《国语》的成书，进而把握先秦事语类作品的流传及文本特点，提供了十分重要

的新证材料。

一 慈利楚墓出土部分残简为 《国语·吴语》简本考

据《概述》介绍，湖南慈利楚墓出土残简“少部分简简背标有数字，相当于我们今日书籍的页码

编次”( 《慈利楚简概述》，《新出简帛研究》，第 5 页) 。经检索比对，所列简背有数字的残断字简共四

十八片 ( 另有仅识读出一两个字的残简八片和一字亦未能识读的残简四片) ，其中能够在传世文献中

找到相应文字的有二十四片，全部见于今本 《国语》中的 《吴语》。此外，《概述》还在 “慈利简部

分简文介绍”中列出了《考古学报》《湖南考古漫步》分别发布的残简照片的简文释文，其中三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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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山东省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研 究 重 点 项 目 “简 帛 说 体 故 事 与 中 国 古 代 ‘训 语’传 统 研 究” ( 项 目 编 号

16BZWJ09) 阶段性成果。
柴焕波、高中晓《湖南慈利石板村 36 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 年第 10 期。
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1 页。以下简称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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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对应的残简也全部见于 《吴语》。由此可以断定，慈利战国楚墓中与《国语》相关的残简，原

是一部编联成册的简本 《吴语》。而且，一一比对，会发现该简本与今本《国语·吴语》密切相关。
首先，残简与今本对应的文字包括今本首章和末章。
今见《国语·吴语》被分为九章，慈利楚简虽然严重残缺，但经比对仍可判断，与这九章中语句

明显有所对应的文字占了七章，包括了开篇第一章和末篇第九章。
具体来 说，与 开 篇 第 一 章 《越 王 句 践 命 诸 稽 郢 行 成 于 吴》文 字 对 应 的 有 一 支 残 简 ( 参 见

［表 1］) ①:

［表 1］

慈利楚简 《国语·吴语》第一章

谋越王

勾践乃命者

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越王句践起师逆之。大夫种乃献谋
獉

曰: “夫吴之与越，唯天所授，王其无庸战。夫

申胥、华登简服吴国之士于甲兵，而未尝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夫谋必素

见成事焉，而后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设戎，约辞行成，以喜其民，以广侈吴王之心。吾以卜之

于天，天若弃吴，必许吾成而不吾足也，将必宽然有伯诸侯之心焉。既罢弊其民，而天夺之食，安受

其烬，乃无有命矣。”越王
獉獉

许诺，乃命诸
獉獉獉

稽郢行成于吴，曰……

不可否认，这一章中简文与今本的对应文字并不是十分紧密，大夫种所献计谋的大段言辞不在简

文之中。尽管如此，这支残简的确是《吴语》开篇的文字，补足后简本开篇当为: “……谋
獉
。越王勾
獉獉獉

践乃命者
獉獉獉獉

( 诸
獉

) 稽郢行成于吴。”
与末篇第九章《句践灭吴夫差自杀》文字对应的有十四支残简 ( 参见 ［表 2］) :

［表 2］

慈利楚简 《国语·吴语》第九章

吴止既服远者彼而未 夫吴之边鄙远者
獉獉獉獉獉獉

，罢而未
獉獉獉

至，吴王将耻不战，必不须至之会也……

句□戒者□□□□□ 越王 ( 句
獉

践) 曰: “善哉!”乃大戒
獉

师，将伐吴。

卒伍既具亡
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句践问焉，曰: “吴国为不道……。吾欲与之徼天之衷，唯

是车马、兵甲、卒伍既具
獉獉獉獉

，无
獉

以行之……”

止中贫者吾昏止死 王曰: “越国之中
獉獉

，疾者吾问之
獉獉獉獉獉

，死
獉

者吾葬之……”

善矣未可以战王□越邦之中贫者

吾问

包胥曰: “善则善矣
獉獉

，未可以战
獉獉獉獉

也。”王
獉

曰: “越国之中
獉獉獉獉

，富者吾安之，贫者吾与
獉獉獉獉

之……”

然而猷止可以

不能知三军止

□劳止勇不勇则不能

包胥曰: “善哉，蔑以加焉，然犹未可以
獉獉獉獉獉

战也。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
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 不仁，则不能与三军

獉獉獉獉獉
共饥劳之殃

獉獉獉
;

不勇
獉獉

，则不能
獉獉獉

断疑以发大计。”

□□王曰猛大夫□进合 大夫苦成进对曰: “审罚则可以战乎?”王曰
獉獉

: “猛
獉
。”大夫
獉獉

种进对
獉獉

曰……

可以战乎王曰巧大夫□ 大夫蠡进对曰: “审备则可以战乎
獉獉獉獉

?”王曰
獉獉

: “巧
獉
。”大夫
獉獉

皋如进对曰……

是子外有辱是我
王曰: “自今日以后，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内有辱，是子

獉獉
也; 外有辱

獉獉獉
，是我
獉獉

也。
吾见子于此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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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格中《国语·吴语》加着重号的字为与残简有对应关系的文字，下引同。本文慈利楚简与《国语·吴语》
对应表中所引简文均见于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 《新出简帛研究》，第 4—11 页) ，所引《国语·吴语》均见于《国

语》卷一九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下册，第 591—628 页) 。下列对应表中所引《概述》《吴语》文字不再出注。



续表

慈利楚简 《国语·吴语》第九章

于邦是子军士死外有辱是我自今

日止后内政毋

王命大夫曰: “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内有辱于国
獉獉

，是子
獉獉

也; 军士
獉獉

不死
獉

，外有辱
獉獉獉

，

是我
獉獉

也。自今日以后
獉獉獉獉獉

，内政无
獉獉獉

出，外政无入，吾见子于此止矣。”

右阖实止土侧席 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阖左阖
獉獉

，填之以土
獉獉獉獉

，侧席
獉獉

而坐，不扫。

相昏也明日迁军
明日徇于军，曰: “筋力不足以胜甲兵，志行不足以听命者归，莫告。”明日

獉獉
，迁
獉

军
獉

接龢，斩有罪者以徇……

按，上表第十二支简 “于邦……”的对应文字 《国语·吴语》 “王命大夫”一节中有 “军士不

死，外有辱，是我也”一句，“军士不死”显然有误，简文作“军士死”，可证今本衍“不”字。
其次，有些章对应文字分别占据了一整章的各个部分，包括前部和后部。
上述第九章《句践灭吴夫差自杀》，十四支残简所对应之处就分别处于该章的前部、中部和后部。

又如第六章《吴晋争长未成句践袭吴》，与之有文字对应关系的虽只有四支残简，却也分别处于整章

的前、中、后部，特别是包括了首句和最末对话句 ( 参见 ［表 3］) :

［表 3］

慈利楚简 《国语·吴语》第六章

□者鸱夷而投者江吴王

入其郛率军

吴王
獉獉

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于是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

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句践乃率
獉

中军
獉

泝江以袭吴，入
獉

其郛
獉獉

，焚其姑苏，徙其大舟。

出朋势以返高位重畜女

□我著者侯止秉以

王孙雒进，顾揖诸大夫曰: “危事不可以为安，死事不可以为生，则无为贵智

矣。……请王励士，以奋其朋势
獉獉

。劝之以高位重畜
獉獉獉獉

，备刑戮以辱其不励者，令各

轻其死。彼将不战而先我，我
獉

既执诸侯之柄
獉獉獉獉獉

，以
獉

岁之不获也，无有诛焉，而先罢

之，诸侯必说。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设

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间，乃能至于吴。”吴王许诺。

再次，简文篇章顺序与今本一致。
上述《国语·吴语》第六章开篇的对应文字 “吴王”，只是残简 “□者鸱夷而投者江吴王”中的

最后二字。前面几个字对应的恰是 《国语·吴语》上一章第五章的末句 ( 参见 ［表 4］) :

［表 4］

慈利楚简 《国语·吴语》

□者鸱夷而投者江吴王

申胥释剑而对曰: “……”遂自杀。将死，曰: “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

吴国之亡也。”王愠曰: “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
獉獉·

，而
獉

投之于江
獉獉獉獉

。( 第五章末句)

吴王
獉獉

夫差既杀申胥…… ( 第六章首句)

这说明，简文的叙事顺序与今本完全一致，“申胥自杀”与 “吴晋争长”紧紧相接，且中间没有

隔断开来。
最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简文与今本对应的文字中，还多有处于人物对话中的部分 ( 参见

［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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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慈利楚简 《国语·吴语》

第二章

使淫跞于诸夏之帮

申胥谏曰: “不可许也。……夫固知君王之盖威以好胜也，故婉约其辞，以从逸王

志，使淫乐于诸夏之国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以自伤也。……及吾犹可以战也，为虺弗摧，为蛇将

若何?”

第四章

强是故

吴王夫差既胜齐人于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释言于齐，曰: “寡人帅不腆吴国之役，

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
獉獉獉

。今大夫国子兴其众庶，以犯猎吴国之师徒，天

若不知有罪，则何以使下国胜!”

第六章

出朋势以返高位重畜女

□我著者侯止秉以

王孙雒进，顾揖诸大夫曰: “危事不可以为安，死事不可以为生，则无为贵智

矣。……请王励士，以奋其朋势
獉獉

。劝之以高位重畜
獉獉獉獉

，备刑戮以辱其不励者，令各

轻其死。彼将不战而先我，我既执诸侯之柄
獉獉獉獉獉獉獉

，以
獉

岁之不获也，无有诛焉，而先罢

之，诸侯必说。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设

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间，乃能至于吴。”吴王许诺。

第七章

卑周室既

君命长弟许诺吴

晋乃命董褐复命曰: “寡君未敢观兵身见，使褐复命曰: ‘曩君之言，周室既卑
獉獉獉獉

，

诸侯失礼于天子……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

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
獉獉獉獉

!’许诺
獉獉

。”吴
獉

王许诺，乃退就幕而会。

第九章

卒伍既具亡
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句践问焉，曰: “吴国为不道……。吾欲与之徼天之衷，唯

是车马、兵甲、卒伍既具
獉獉獉獉

，无
獉

以行之……”

止中贫者吾昏止死 王曰: “越国之中
獉獉

，疾者吾问之
獉獉獉獉獉

，死
獉

者吾葬之……”

善矣未可以战王□越邦之中贫者

吾问

包胥曰: “善则善矣
獉獉

，未可以战
獉獉獉獉

也。”王
獉

曰: “越国之中
獉獉獉獉

，富者吾安之，贫者吾与
獉獉獉獉

之……”

然而猷止可以

不能知三军止

□劳止勇不勇则不能

包胥曰: “善哉，蔑以加焉，然犹未可以
獉獉獉獉獉

战也。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
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 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

獉獉獉
;

不勇
獉獉

，则不能
獉獉獉

断疑以发大计。”

是子外有辱是我
王曰: “自今日以后，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内有辱，是子

獉獉
也; 外有辱

獉獉獉
，是我
獉獉

也。
吾见子于此止矣。”

于邦是子军士死外有辱是我自今

日止后内政毋

王命大夫曰: “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内有辱于国
獉獉

，是子
獉獉

也; 军士
獉獉

不死
獉

，外有辱
獉獉獉

，

是我
獉獉

也。自今日以后
獉獉獉獉獉

，内政无
獉獉獉

出，外政无入，吾见子于此止矣。”

就文本传播而言，不同渠道，不同版本，变异最大的往往是人物对话，如果人物对话都如出一辙，

则是两个版本为同源书面文本的最确凿证明。
按，上列《国语·吴语》第七章董褐曰 “寡君……使褐复命曰: ‘……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

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许诺”，上海古籍出版社《国语》点校注云: “案: ‘孤敢不顺

从君命长弟’下‘许诺’二字，《考异》卷四据《文选》注引 《国语》，无此二字。”① 今据简文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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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长弟许诺吴”，有“许诺”二字为是，这是命令吴人许诺，人物对话十分生动逼真。
总之，通过全面比对，可以断言，慈利残简与《国语》有关的文字全部对应于今本 《国语》中的

《吴语》，而且是与今本《吴语》起讫、顺序、篇章、对话等均相吻合的完整的篇目，可以说就是今本

《吴语》的竹简本。
今本《吴语》是《国语》中的一篇，战国中前期墓楚简本 《吴语》的出土，为 《国语》成书、

流传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增补了比较确凿的新证或佐证。

二 慈利楚简 《吴语》对 《国语》成书、流传的新证

关于《国语》的作者、成书等问题，学界已经多有研讨，且充分挖掘了传世、出土文献中的相关

论据。而慈利楚简《吴语》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也提供了新证和补证。
其一，慈利简《吴语》的出土为《国语》成篇成书的考定提供了一个确定性和两种可能性。
《国语》乃是讲述西周中期至战国初期周王朝及列国史事的国别体事语类 ( 详下) 著作，包含

《周语》 ( 上中下) 、《鲁语》 ( 上下) 、《齐语》、《晋语》 ( 一至九) 、《郑语》、《楚语》 ( 上下) 、《吴

语》、《越语》 ( 上下) ，共八《语》二十一卷 ( 篇) 。其中所涉事件时间最早者为 《周语上》提到的周

穆王征犬戎，时间最迟者为《周语下》提到的 “( 敬王) 二十八年 ( 公元前 492) ，杀苌弘。及定 ( 贞

定) 王 ( 公元前 468—公元前 441 在位) ，刘氏亡”①，以及 《晋语九》提到的 “遂灭智氏” ( 公元前

453) ②，篇目中提到了赵襄子 ( 卒于公元前 425) 谥号 ( “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 ③。若依所述事件

及所提及的谥号，全书编定完成的上限当在进入战国五十年的公元前 425 年。《国语》编定完成的下限

则颇不确定，如有的学者就判断“《国语》的编成不能早于战国中期”④。
应该承认，慈利楚简《吴语》的发现，仍然不能肯定回答《国语》全书最迟是在何时之前编定成

书的。但上述关于慈利简中见于 《国语》的叙事简乃 《吴语》简本的认定，提供了判断 《国语》成

篇、成书及相关问题的比较确定的信息。
慈利楚简《吴语》的出土，以实物形式确定了一个事实，即今本《国语》中的《吴语》在战国中

期之前就已经成篇并单篇流传。
其实，慈利楚简《吴语》并不是《国语》篇目的首次出土，早在西晋时期，在汲冢出土的竹书中

就包含有“言楚晋事”的《国语》。关于这次出土，《晋书·束皙传》有比较详尽的记述: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 《纪年》十三

篇……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 《易经》二篇，与 《周易》上下经同。
《易繇阴阳卦》二篇，与 《周易》略同， 《繇辞》则异。 《卦下易经》一篇，似 《说卦》而

异。…… 《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

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

海，见帝台、西王母。……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 房玄龄等 《晋书》卷五

一《束晳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5 册，第 1432—1433 页)

就其叙述来看，这批竹简中有许多是在当时就属于不见传世的新出土文献，如“其《纪年》十三篇……
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 “《易繇阴阳卦》二篇，与 《周易》略同， 《繇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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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卷三，上册，第 148 页。
《国语》卷一五，下册，第 503 页。
《国语》卷一五，下册，第 4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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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等等，均是拿传世文献作比对，做出大概、
可能的判断和说明，显然不是以往习见的典籍篇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提到 《国语》，却直

称“《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如此肯定地提到《国语》书名，并不再与相关典籍作比对，合理的解

释是它们就是传世的《国语》，只不过只有“言楚晋事”的三篇。
关于汲冢书所在墓葬的墓主，叙述者不是十分肯定，首先称 “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又称

“或言安釐王冢”。魏襄王于公元前 296 年去世，魏安釐王于公元前 243 年去世，前者属于战国中期，

后者则进入战国中后期。
遗憾的是，汲冢书后来又得而复失，后人已经无法见到原本，只能凭时人的描述略知一二，由此

产生了许多的不确定性。比如叙述称“《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按照《国语》国别体的编撰体例，

“言楚晋事”的当为《楚语》和《晋语》。今本 《国语》中 《晋语》九篇， 《楚语》两篇，合计十一

篇，与“三篇”明显不合。因为看不到原件，也就无法确知汲冢中 “言楚晋事”的 《国语》是否为

《晋语》《楚语》全帙，是否同于今本文字，篇数与今本的不合是缘于简书被毁残缺，还是出自摘抄，

还是简本并非今本篇目。
慈利楚简《吴语》的出土，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将考察引向深入。
首先，如上所述，慈利楚墓处于战国中期前段，较魏襄王墓或魏安釐王墓时间要早; 慈利楚简中

的《吴语》简虽残缺也相当严重，但经比对可以肯定是首尾完整的 《国语·吴语》简本，也就是说，

慈利楚墓墓主下葬前今本 《国语》中的 《吴语》已经撰写完成，那么汲冢书中的 《晋语》《楚语》就

有可能也是今本《国语》中《晋语》《楚语》的竹简本。
其次，慈利楚墓所出 《国语》残简全部为 《吴语》，说明只是单篇抄本。由此类推，汲冢墓中

“言楚晋事”的三篇就不必一定是《国语》中《楚语》 《晋语》的全部，可以是 《楚语》上、下外加

《晋语》一篇，也可以是《晋语》二篇外加《楚语》上篇或下篇。
这样，《国语》中的《吴语》《楚语》《晋语》在战国中期之前已经成篇并已单篇流传，就是一个

比较确定的事实。
但慈利楚简《吴语》对于《国语》成书的判定，也只能说提供了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在《吴语》乃至《楚语》《晋语》单篇流传之前，《国语》全帙已经成编。全帙

完成后再单篇传播，这在先秦两汉篇幅较大的简本典籍传抄中极为常见，《史记》在汉代的传播即可

作为旁证。我们知道， 《史记》确由司马迁定稿，一百三十篇全部完成，终篇 《太史公自序》直称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①。但在其后一段时间的流传中，《史记》完本

只存于朝廷，臣僚间多是单篇别抄，难得全帙。比如《后汉书·窦融传》提到光武帝 “乃赐融以外属

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②，《后汉书·循吏传》提到明帝 “乃赐景 《山海

经》、《河渠书》”③，臣僚一级就都还只是单篇拥有。就篇目文字而言，慈利简 《吴语》与 《国语·
吴语》包括对话都颇多对应，确属 《国语》中的一篇; 就时间而言，如前所述，《国语》全帙编定

时间的上限为公元前 425 年，距离战国中期还有一百余年，具有全帙编定后再单篇抄录流传的时间

区间。《吴语》出土于楚墓，属异地传播; 特别是魏国汲冢墓中同时出现 《楚语》《晋语》，《楚语》
入魏墓也属异地传播，这也为此前已经有一部包括 《楚语》《晋语》《吴语》在内的 《国语》提供了

佐证。
另一种可能就是，慈利楚墓随葬《吴语》时，《国语》全帙并未编定完成，毕竟墓中所出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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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3 册，第 803 页。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第 9 册，第 2465 页。



语》相关的竹简全部见于《吴语》，《吴语》只是单篇独立的一篇。
《吴语》属于事语类文献。所谓“事语”，乃“语类”文献中通过讲述历史故事以为训诫的叙事体

文本，此类文本早在《国语》成书之前就已经存在。
关于“语”，笔者曾提出含“说”“传”“语”等称谓在内的先秦“说体”范畴，该范畴是对源于

讲说、记录成文的叙事体故事文本的统称，以与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的传统相接轨①。现在具体剖

析，“说”“传”“语”等别称自有其属性，而 “语”似更具有以史为鉴的训诫功能。对此，最直接的

证明是《国语·郑语》中史伯预言褒姒灭周时引用的一部被称为 《训语》的述史著作:

( 郑桓) 公曰: “周其弊乎?” ( 史伯) 对曰: “殆于必弊者也。……且宣王之时有童谣曰:

‘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

子也，惧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 《训语
獉獉

》有之曰: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

以同于王庭，而言曰: “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

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 《国语》卷

一六，下册，第 515—519 页)

由于只是截取其中褒神化为二龙的传说，《训语》全书的内容、主旨并不明晰，但其为讲述历史传说

的故事文本则显而易见。其他如 《荀子·尧问》: “语曰: ‘缯丘之封人，见楚相孙叔敖曰: “吾闻之

也: 处官久者士妒之，禄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国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孙

叔敖曰: “吾三相楚而心瘉卑，每益禄而施瘉博，位滋尊而礼瘉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②

也可见其寓教训于故事的文本特点。
就“语”乃讲述之记录而言，“语类”文本最初理应以叙事为主，只是因其以史为鉴的训诫之旨，

训诫之语常常被单独称引和摘录，后来称“语”而为格言警句的情形屡见载录，故 “语类”文本便有

了偏于直接说理和偏于寓教于事的分别。为了与格言式语类文本相区别，笔者借鉴学界对马王堆帛书

《春秋事语》的题名和研究③，特将以史为鉴、寓教于事的叙事体文本称为 “事语类”文本 ( 并不绝

对以是否称“语”为限定) 。《国语》就是“事语类”文本的典型范式。
《训语》原本就出自 《国语·郑语》中人物所引，可见早在今见 《国语》成书之前，题名为

《语》的著作已经存在并被人们所称引。此外，以邦域冠名的事语类文本也已出现。如 《墨子·公孟》
载墨子劝人从学时引用 “鲁语”所讲的“四兄弟哄长兄一起葬父”的故事:

子墨子曰: “……子亦闻夫鲁语乎? 鲁有昆弟五人者，亓父死，亓长子嗜酒而不葬，亓四弟

曰: ‘子与我葬，当为子沽酒。’劝于善言而葬。已葬，而责酒于其四弟。四弟曰: ‘吾未予子酒

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岂独吾父哉? 子不葬，则人将笑子，故劝子葬也。’” ( 孙诒让 《墨子

间诂》卷一二，《诸子集成》，第 4 册，第 279 页)

墨子生当春秋战国之交，所引讲述故事的“鲁语”自然也是在《国语》全帙编定之前。
鉴于此，慈利楚墓出土的 《吴语》，就不能完全确定其是在 《国语》全帙编定之后的单篇截录，

也有可能原本就是单行的 《吴语》的传抄本。
即便如此，慈利楚简《吴语》对于《国语》的成书研究也有确定的价值和意义。据楚简 《吴语》

与今本《国语》中的《吴语》在结构、篇章、对话等方面多相对应的事实，大致可以肯定《国语》将

慈利简所抄的简本《吴语》悉数收录作为其中的一篇。如果确属这种情况，那么由此类推，就可以判

断《国语》乃诸列国之语的固有文本的合编本，总编者只是起到了汇集各国之 《语》、按照一定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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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的编辑作用。
比较而言，鉴于汲冢中同时出现“言楚晋事”的《国语》三篇，则该墓之前已形成《国语》全帙

的可能性更大，毕竟魏襄王或魏安釐王墓已属战国中后期，较慈利楚墓要晚上几十年，《楚语》 《晋

语》又是《国语》中的重头篇目，占比已达一半以上。
据此两种可能性，大致可以判断，《国语》全帙的编成，当在战国中前期 ( 慈利楚墓之前) 至战

国中后期 ( 汲冢之前) 这样一个区间之内。
其二，《国语》成书时是否已称“国语”?

如上所引，《晋书·束皙传》直称汲冢中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有学者据此撰文提出战

国中期之前《国语》已成书并已有“国语”之称。文章从 “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的说法推知

“不识名题”的简书皆未在所提书名之列，“既然如此，那么，反过来讲，其所记载的诸书之名题便应

属简书之原题‘可识’的那一部分了”①。
如果只有唐代所修《晋书》的这段表述，确实很容易得出 《名》 《穆天子传》 《国语》等是原简

所标书题的结论。然而，此前东晋王隐已撰有 《晋书》，其 《束皙传》也提到了这次出土，仔细辨析

会发现其中有些说法与唐 《晋书》稍有差异，这些差异至为关键。王隐 《晋书》已经亡佚，该书关于

此次整理汲冢书的记述见于杜预 《春秋左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的转述。杜预 《后序》开篇云 “太

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 《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

书”，“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对此孔颖达疏云:

王隐《晋书》…… 《束皙传》云: 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漆字科斗之

文。……大凡七十五卷，《晋书》有其目录。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
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

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

字写之。(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六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下册，第 2187—2188 页)

关于书名，最明显的出入是唐 《晋书》所称的 “穆天子传”，王隐 《晋书》却称为 “周王游行”，并

称“今谓之《穆天子传》”。只此一条，已经可以说明，唐 《晋书》关于汲冢书记述中所提到的书名，

并不一定都是发现时原简书固有题名。至于王隐《晋书·束皙传》所称的 “周王游行”是原书固有题

名，还是当时整理者著录时所题，也不能断下结论。还有，唐 《晋书》所说的 “七篇简书折坏，不识

名题”，王隐《晋书·束皙传》的说法却是 “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不识名题”与 “不可名

题”一字之差，但前者可理解为原有书题，只是已经模糊不清，识别不出; 后者则可以理解为因七卷

“碎杂”，无法辨识完整内容，所以无法为它们确定书名或篇题。
就时间而论，东晋人王隐所撰 《晋书》先于今见唐房玄龄等人所撰的 《晋书》，可能距离事实更

接近一些。也就是说，《晋书》所述汲冢书中的篇名书名，更有可能是当时简书整理者根据简文辨识、
判断而题写。

这样，就不能仅据《晋书》所述断定战国中期汲冢所出文献的题书题篇情况。
对此，慈利简中的简文也可以佐证，“《国语》三篇”一句中的《国语》书名不会是当时简书上所题的。
近些年出土简帛多次显示，先秦文献中列国多称 “邦”而很少称 “国”，称 “国”多因避汉高祖

刘邦之讳而改易，以至于称“邦”称“国”成为判断是汉代之前还是之后文献的一个依据。比如马王

堆帛书 《春秋事语》中 《晋献公欲得隋会》章 “晋邦□□□□谋而晓朝，得之”，晋国称 “晋邦”;

《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章“小邦之□大邦之□□亡将”，小国、大国称“小邦”“大邦”; 《晋献公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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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逢《早期文献中关于“国语”之名的记载》，《汉字文化》2020 年第 11 期。



袭虢》章“是不见亡之在一邦之后”，一国称“一邦”。诸如此类，整理者即指出，“据书法由篆变隶，

书中不避邦字讳，抄写的年代当在汉初甚或更早”①。又比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孔子诗

论》第三简“邦风亓 ( 其) 内 ( 纳) 勿 ( 物) 也”，第四简 “邦风氏 ( 是) 也”，“国风”都称 “邦

风”，整理者在注“邦风”时即指出，“邦风，就是 《毛诗》的 《国风》，《邦风》是初名，汉因避刘

邦讳而改为《国风》”②。
慈利楚简《吴语》除有“齐邦”“越邦”等将“国”称“邦”之例外，还有三处 “邦” ( “帮”)

字今本作“国”，为“邦” ( “帮”) 改“国”这一现象提供了确凿的内证。一处是残简 “使淫跞于诸

夏之帮”( 《慈利楚简概述》，《新出简帛研究》，第 8 页) ，对应的是今本 《吴语》第二章 “使淫乐于
獉獉獉獉

诸夏之国
獉獉獉獉

”③，简文“之帮”今本改为“之国”; 第二处是残简 “于邦是子军士死外有辱是我自今日止

后内政毋”( 《慈利楚简概述》，《新出简帛研究》，第 6 页) ，对应的是今本 《吴语》第九章 “内有辱

于国
獉獉

，是子
獉獉

也”④，简文“于邦”，今本改为 “于国”; 第三处是残简 “善矣未可以战王□越邦之中贫

者吾问”( 《慈利楚简概述》，《新出简帛研究》，第 8 页) ，对应的是今本 《吴语》第九章 “越国之中
獉獉獉獉

，

富者吾安之，贫者吾与
獉獉獉獉

之”⑤，简文“越邦”，今本改为“越国”。
如此说来，战国中后期墓中的《国语》不太可能题为“国语”，《晋书》所谓“《国语》三篇”之

“国语”当为简书整理者所称的书名。鉴于 《国语》中有 《周语》三篇，称 《邦语》的可能性也不

大。按，《国语·楚语上》 “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一节记述楚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士亹问于申叔

时，申叔时说“教之春秋……教之诗……教之礼……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

也……”⑥，《语》与《诗》《礼》并称，当为书名。这样，汲冢书整理者所称的这部 《国语》当时很

可能也总称为“语”，在涉及不同邦国之《语》时才加邦国之称。

三 墓葬诸 《语》、先秦事语编纂及其文本特点

慈利楚下大夫墓随葬有 《吴语》，汲冢魏襄王或魏安釐王墓随葬有 《楚语》《晋语》，这些墓葬诸

《语》的出土以实物显示了战国前中期事语类书面文本的存在。
先秦事语类文本的出现和传播，实缘于周人从神治走向人治且由此而发轫的史鉴传统。“人无于水

监，当于民监”⑦，“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⑧，从历史故事中获得 “善败”经验与教

训，成为周人言语行文的重要事项。
关于讲诵故事，《国语·晋语九》 “史黯论良臣”中史黯对 “良臣”的定义就有 “朝夕诵善败而

纳之”⑨ 一条，“诵善败”不可能总是讲道理，应该更是成功和失败之先例，即故事。 《国语·楚语

下》“王孙圉论国之宝”中王孙圉称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

之业”瑏瑠，也是将《训典》中所载先王故事及历史成败讲述给君王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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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释文》，《文物》1977 年第 1 期。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9—130 页。
《国语》卷一九，下册，第 595 页。
《国语》卷一九，下册，第 623 页。
《国语》卷一九，下册，第 620 页。
《国语》卷一七，下册，第 528 页。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四《酒诰》，《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207 页。
《尚书正义》卷一五《召诰》，《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213 页。
《国语》卷一五，下册，第 497 页。
《国语》卷一八，下册，第 580 页。



《训典》，“训”意味着教授训诫，“典”应为简册，《说文》释 “典”即是 “从册在丌上”①。此

外，《国语·晋语八》“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中訾祏称范武子 “缉训典”②，“缉”通 “集”，已经涉

及“训典”之类的汇集和编纂。
还有，《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共王 “未及习师保之教训”的说法，反证了太子嗣位前之所当

“习”:

楚子 ( 楚共王) 疾，告大夫曰: “不谷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

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鄢。”(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二， 《十三经注疏》，下册，

第 1954 页)

“习”，繁体为“習”，《说文》: “习 ( 習) ，数飞也。”段注: “《月令》: ‘鹰乃学习 ( 習) 。’引伸之义

为习孰 ( 熟) 。”③ 《周易·坎》: “习坎。” 《彖》曰: “习坎，重险。”④ 陆德明 《音义》: “习也，重

也。”⑤ 则“习”字之义即重复以熟悉。《论语·学而》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

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⑥，《国语·晋语七》“司马侯荐叔向”中司马侯称 “羊舌肸 ( 叔向) 习

于春秋”⑦ 等等，其中的“习”字即大都是指对语言文本 ( 《传》《春秋》) 的反复阅读和记诵。由此

可见，此处楚共王说的“未及习师保之教训”之“习”即是复习训诫教本。
以史为鉴的训诫宗旨，决定了事语类作品的文本特点。由这篇战国前期即已存在的 《吴语》正可

见其一斑。
其一，献诵善败。《吴语》并非吴国历代史事的陈述，而是集中截取了吴越之争一段。由吴败越、

越请成始，至越灭吴、夫差自杀终，其间吴由盛而衰、越由弱变强的历程及缘由正是作者重点要呈现

的内容。吴王夫差败在轻敌、争胜和拒谏。越以谋故意示弱请成，吴王夫差因有大志于齐，不以越为

意，扬言“越曾足以为大虞乎? 若无越，则吾何以春秋曜吾军士”，遂 “许之成”⑧，给了越国喘息的

机会。申胥分明指出，“越之在吴，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败吴”⑨，吴王夫差非但不听，

不以申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的预言为警示，反 “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 ，

而投之于江”，自信满满地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瑏瑠，终至惨败亡吴，抱憾自尽。越王句践胜在勤政、
尚谋和果决。申胥劝吴王不能小觑越国，因为 “今越王句践恐惧而改其谋，舍其愆令，轻其征赋，施

民所善，去民所恶，身自约也，裕其众庶，其民殷众，以多甲兵”瑏瑡。越人所依大夫种之谋，前有 “约

辞行成，以喜其民，以广侈吴王之心”瑏瑢，后有趁“吴民既罢，而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而囷鹿空虚”，

吴民“移就莆蠃于东海之滨”，“起师以会，夺之利，无使夫悛”瑏瑣。作者对越王句践得以成功的总结即

是“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谋故也”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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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瑢

瑏瑣

瑏瑤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五篇上《丌部》，上海书店 1992 年版，第 200 页。
《国语》卷一四，下册，第 458 页。
《说文解字注》四篇上《習部》，第 138 页。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42 页。
《周易正义》附《周易音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101 页。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2457 页。
《国语》卷一三，下册，第 445 页。
《国语》卷一九，下册，第 596 页。
瑏瑡 《国语》卷一九，下册，第 597 页。
《国语》卷一九，下册，第 602 页。
《国语》卷一九，下册，第 591 页。
《国语》卷一九，下册，第 618 页。
《国语》卷一九，下册，第 628 页。



其二，言辞为重。鉴戒之义更为明白的表达是直接出自人物之口的语言。事语类文本的一个突出

特点即是大量记言。 《吴语》是 《国语》中叙事性较强的篇目之一，但人物对话仍然占了极大比重。
九章中，除了第六、七章之外，以记述人物言辞、对话为主的篇目占了七章。如第一章:

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越王句践起师逆之。大夫种乃献谋曰: “夫吴之与越，唯天所授……”
越王许诺，乃命诸稽郢行成于吴，曰: “寡君句践使下臣郢不敢显然布币行礼……唯天王秉利度义

焉!”( 《国语》卷一九，下册，第 591—594 页)

整章叙述之句算上“曰”字只有六句，大夫种“献谋”之语有二十三句，诸稽郢“行成”之语有四十

六句，人物言辞占比达 92%。故该章可题为“大夫种献谋与诸稽郢行成之辞”。
又如第八章:

吴王夫差既退于黄池，乃使王孙苟告劳于周，曰: “昔者楚人为不道……”周王答曰: “苟，

伯父令女来……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国语》卷一九，下册，第 615—617 页)

整章叙述之句只有四句，王孙苟告劳之辞则有三十五句，周王答辞十四句，人物言辞占比亦为 92%。
故该章可题为“吴人至周告劳对话之辞”。

其三，语句润饰。作为以史为鉴的事语类文本，大多基于史事讲述，但已非一般意义上的 “说

体”故事，而是经过编定的书写体文本，因此某些部分在形式上已表现出铺排、对仗的整饬化特点。
《吴语》第九章即有多处铺排之笔。如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句践问“战奚以而可”:

王固问焉，乃对曰: “……敢问君王之所以与之战者?”王曰: “……愿以此战。”包胥曰:

“……未可以战也。”王曰: “……愿以此战。”包胥曰: “……未可以战也。”王曰: “……愿以此

战。”包胥曰: “……未可以战也。”王曰: “……愿以此战。”包胥曰: “……未可以战也。”王

曰: “……愿以此战。”包胥曰: “……然犹未可以战也。夫战……”越王曰: “诺。”( 《国语》卷

一九，下册，第 620 页)

在情节铺排之中，还不时出现排比、对仗之句。排比之句如申包胥论 “何以战”云 “智为始，仁次

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 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 不勇，

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①; 对仗之句如越王句践云 “饮食不致味，听乐不尽声”“施民所欲，去民所恶，

称其善，掩其恶”“富者吾安之，贫者吾与之”②等等，语句都表现出明显的修饰痕迹。
总之，由慈利楚墓出土的楚简 《吴语》推而论之，先秦事语类文本乃是 “说体”文本中经过书面

加工的更偏重记述人物对话、彰显训诫之义的叙事作品。

［作者简介］ 廖群，女，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等。

( 责任编辑 李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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